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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事救济阻断刑事介入”的法治逻辑

夏　 伟

　 　 内容提要:我国经济犯罪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的现象,
有的经济犯罪其实是由经济纠纷转化而来。 为避免刑法过度介入市场经济领域,我国刑

事司法实践发展出了“民事救济阻断刑事介入”的经验模式,这一中国原创性实践对于发

展经济犯罪的原创性理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刑法理论上,通过提炼“民事救济阻断

刑事介入”的裁判规则,可以构建用于界定刑法干预经济活动边界的容错空间理论,将市

场失灵引发的经济风险与部分经济纠纷归入不予定罪的“容错空间”,借助民事和行政手

段加以调控。 容错空间理论可以推广适用于能够还原为个人法益的经济犯罪,因此,事出

有因的经济纠纷和单纯的经济秩序侵害行为,不宜作为经济犯罪处理。
关键词:经济犯罪　 刑事介入　 容错空间理论　 民刑共治

夏伟,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

一　 “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的反思性考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性发展,需要对既有的经济运行模式作出更新,在此新旧交

替过程中难免引发经济失范行为。 一个典型的例证是,21 世纪以来数字经济的勃兴,既
以“数字+”的形式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也诱发诸如流量劫持、深度链接、深度伪造、撞
库打码等新型违法犯罪。〔 1 〕 市场经济风险的日趋多元化与复杂化,要求刑事法治必须作

出积极应对,这一需求激发了经济领域的积极治理倾向,推动形成以风险预防为导向的经

济犯罪治理模式。 然而,失范的经济行为并不等同于经济犯罪,这是因为,经济领域“具

体行为与法益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刑法上都是间接和抽象的。 ……何为犯罪并不能简单地

定义为对这些抽象目标的阻碍行为”,〔 2 〕 而必须实质判断其社会危害性。 即使某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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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志琼:《数字经济时代我国数据犯罪刑法规制的挑战与应对》,《中国法学》2023 年第 1 期,第 129 页。
[日]松宫孝明:《关于经济犯罪的实质违法性或“社会侵害性”》,孙文译,载涂龙科主编《经济刑法》 (第 24 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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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式上符合经济犯罪的构成要件,但是如果该行为并未造成实质的经济法益侵害,不宜

轻易犯罪化。 此外,前数字经济时代向数字经济时代的转型变迁,使得传统经济犯罪的表

现形式又呈现出一些新特性。 传统经济犯罪与新型经济犯罪的交织与演化,导致我国经

济犯罪的案发数量长期保持高位且上升趋势明显,例如,2024 年度全国检察机关起诉破

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人数 13. 7 万人,同比上升 13%。〔 3 〕 因此,如何实质甄别经

济风险、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议题。
  

基于以上考量,在当前经济犯罪刑事治理取得突出成效之际,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是,许多经济犯罪其实是由经济纠纷转化而来,这些经济纠纷可能是由纯粹的经济风险所

致,也可能是由经济政策的变迁而引发,倘若国家动辄以刑事手段加以介入,可能会对刑

法的安定性与刑罚的正当性产生影响。
  

一方面,经济政策易变性的特点容易导致刑事司法溯及既往。 政策从无到有、从支持

到否定的转向,常常推动国家经济治理方略的变迁,影响刑法干预的向度与限度。 正是由

于经济犯罪的处罚范围深受政策变迁的影响,当经济政策发生不利变动时,刑事司法若据

此溯及既往地追究公民的刑事责任,容易使行为时实际守法的公民落入刑事法网,受到

“未来规范”的刑事制裁,这显然有悖于刑事法治的公正性与可预期性。〔 4 〕 刑事法治的

精髓在于保障国民行动的可预期性,在政策发生不利变动的场景中,相关被告人在刑法上

难以被评价为“真正的犯罪人”,即根据刑法的时间效力,依据当时的刑法规范,行为人其

实并未实施任何经济犯罪。 若刑法以未来的规范干预过去的行为,不仅无法保障经济安

全,还会破坏既有经济秩序,侵犯公民参与经济活动的自由权利。 受此影响,经济犯罪案

件也容易导致刑事司法误判。 2023 年 10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民企产权和企业家合

法权益保护再审典型案例》,其中 7 个无罪案例有 6 个都与经济犯罪有关。〔 5 〕
  

另一方面,“先刑后民”的程序惯性使得经济纠纷容易向经济犯罪转化。 在“先刑后

民”的程序惯性的推动下,刑法以强势姿态先行介入经济问题治理中,使得司法过程中

经济问题的化解越来越偏向于刑治。 因为,在“先刑后民”的程序规则下,经济纠纷只

要“涉嫌”经济犯罪即可被纳入刑事诉讼程序,这意味着在实体法未做任何修改的情况

下,司法机关即享有了较大的刑事裁量权。 与此同时,实践中司法机关有时容易受报案

人,即名义被害人的误导而将裁决的天平向其倾斜。〔 6 〕 这种不平衡的关系结构客观上

“激励”了名义被害人频繁动用“以刑逼民”,即对于原本属于民商事经济纠纷的案件,名
义被害人为了更好地实现自身利益,通过提出刑事控告逼迫对方当事人妥协。 实践证明,
对于经济纠纷中的名义被害人而言,“以刑逼民”是一个收益极高且风险极低的诉讼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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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应勇:《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二〇二五年三月八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人民日报》2025 年 3 月 16 日第 2 版。
参见易延友:《除罪化、程序法治与法的可预期性———以黄碟案为中心的法理透视》,《清华法学》2009 年第 4 期,
第 83 页。
参见《最高法发布涉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再审典型案例》,https: / / www. chinacourt. org / article /
detail / 2023 / 10 / id / 7569259. shtml,最近访问时间[2025-06-30]。
参见夏伟:《刑法规制经济犯罪的逻辑与边界》,《中国刑事法杂志》2025 年第 2 期,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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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其提出刑事控告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动力:一是取得更大的“诉讼筹码”。 经济纠纷的

争议焦点在于经济利益的分配问题,各方当事人通常都力求获得最大利益。 对于名义被

害人而言,如果其提出控告的经济纠纷被办案机关刑事立案,其将从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

转变为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这一“身份”转变将使其能够获得与对方当事人谈判的更大

的筹码。 在“不让步即要面临刑事制裁”的压力下,对方当事人容易被迫作出利益让渡,
名义被害人即取得更大利益。 二是更好地保障获益的及时性与确定性。 相较于民事调

解、民事诉讼等民事救济措施,刑事救济的周期明显更短,更能保障救济的及时性,同时还

能有效避免由于民事救济久拖不决带来的不确定性。 三是作为扭转败局的强力手段。 如

果名义被害人在民事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或者面临民事败诉风险,其提出的刑事控告一

旦被立案,将能够扭转在民事诉讼中的败局。〔 7 〕 四是作为获取民事证据的新途径。 有的

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存在举证困难,出于利用司法资源帮助收集证据的动机而提出刑事控

告。 与此同时,在绝大多数当事人“以刑逼民”的场合,由于双方经济纠纷真实存在,因而

既不属于“无中生有”型虚假诉讼,也难以认定为“部分篡改”型虚假诉讼,即便名义被害

人隐瞒部分于己不利的事实,被定性为虚假诉讼的法律风险也极低。 从“风险—收益”的

法经济视角来看,收益远大于投入的现实,成为经济领域“以刑逼民”现象持续高发的重

要动因。
  

为了规制“以刑逼民”,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多

次发布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反复强调“禁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 2024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第六个五年改革纲要(2024-2028 年)》提出要“完善

刑事、行政、民事交叉案件处置机制和裁判规则,明确涉企案件常见行为罪与非罪界限,防
止和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 “禁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已经上

升为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战略目标,这为司法机关合理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提供了

重要的规范依据。
  

笔者认为,“禁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不能仅停留于理念与政策层面,更为关

键的是将其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实体与程序规则,防止陷入有罪预判的“ 隧道视

野”,〔 8 〕 保障刑事司法过程与结果的公正。 面对“先刑后民”“以刑逼民”等理念与实践的

误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发展出“民事救济阻断刑事介入”的裁判规则,已成为防止经济

纠纷被刑事误判的重要经验,借此不仅可以明确刑法介入经济领域的合理界限,还能搭建

起适应我国经济犯罪治理需求的程序性框架。

二　 “民事救济阻断刑事介入”的中国原创性实践
  

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最理想状态是“刑归刑、民归民”。 然而,经济领域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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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孙国祥:《民法免责事由与刑法出罪事由的互动关系研究》,《现代法学》2020 年第 4 期,第 169 页。
参见董坤:《检察环节刑事错案的成因及防治对策》,《中国法学》2014 年第 6 期,第 2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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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形态是典型的私法与公法的融合,民法与刑法都处在同一法律评价框架下,两者具有同

源性和共通性,只不过作用的方式不同而已。〔 9 〕 也因此,交叉性是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

的基本关系,如何对两者的交叉地带作出合理界分,一直是理论与实践的难点。 立足我国

经济犯罪刑事法治实践,要有效界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避免刑

法的“超前介入”“过度干预”。

(一)“民事救济阻断刑事介入”的中国实践性创新
  

传统上,法律适用是从法解释到法实践的过程。 法解释具有指导法实践的重要功能,
法解释让“可操作性文件”,即法律规范与具体案件相“契合”,从而实现法律适用的精准

化与精确化。〔10〕 然而,经济犯罪中的刑民交叉问题属于法解释中的“模糊地带”,模糊性

导致刑民交叉地带的法律规范缺乏确定的可解释性,难以在形式法治意义上为司法裁判

提供正确的指引。〔11〕 法解释的目的在于探求法规范所承载的意义,当触及刑民两法的交

汇区域,由于面临两套独立的运行规则,无论两法同时适用抑或舍此就彼,都会陷入法解

释难以指导法实践的逻辑困局。 一方面,若两法同时适用,则民法与刑法之间对调控领域

的竞争,会导致法规范的意义不清晰;另一方面,若两法适用有所侧重,则不同的侧重方式

也容易在两法之间形成无法互相说服的冲突结论,影响法解释的有效性和结论的可信度。
例如,关于合同履行过程中对虚增交易量、工程量等合同标的物数量的行为定性,有判决

依据《刑法》第 224 条第 5 项的规定,认为其属于“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情

形,构成合同诈骗罪。〔12〕 也有判决指出,合同履行过程中夸大数量的虚增行为不影响合

同整体履行,仅属于民事上的合同欺诈。〔13〕 很显然,前者主要考虑刑法关于合同诈骗罪

的规定,后者则将民法规则置于优先地位,两种评价思路形成的结论迥异,表明经济犯罪

“模糊地带”存在两套并行规则的竞争,由此形成了一种难以察觉的隐性冲突,使得法解

释到法实践的传统逻辑难以贯通。
  

法律的疑义源自其存在形式,“法律经常利用的日常用语与数理逻辑及科学性语言

不通,它并不是外延明确的概念,毋宁是多少具有弹性的表达方式”。〔14〕 由此而论,法律

语言的有限性决定了经济犯罪“模糊地带”已经超出既有规则的解释限度,在此情况下,
与其说通过法律解释可以指导司法实践,毋宁说正确的解释应由实践理性牵引形成,这是

“民事救济阻断刑事介入”规则形成的方法论基础。
  

从法律语言学角度看,法律适用是从法解释到法实践的过程,其中要有适配的场域和

限度。 对此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是法律开放结构理论,它暗示着因为法律语言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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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艳红:《人性民法与物性刑法的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20 年第 4 期,第 128-129 页。
参见[美]约翰·吉本斯著:《法律语言学导论》,程朝阳、毛凤凡、秦明译,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5 页。
参见成亮:《挑战形式法治:形式法治的命题展开及其内在困境》,《法学论坛》2024 年第 6 期,第 80-81 页。
参见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湘 12 刑终 314 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付涵:《[第 1512 号]黄某正等合同诈骗案———对合同整体履行不存在根本影响的欺诈行为如何定性》,载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编《刑事审判参考》 (总第 134 辑),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3 年版,
第 48-49 页。
[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1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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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法律规范应当具有开放性或可解释性,这确立了从法解释到法实践的法律适用过程

的形式一般性。〔15〕 不过,既然法以语言形式呈现,故而语言的有限性也决定了解释有其

边界,这意味着在特定时空情境下,“规则具有‘模糊性边缘’ ( a
 

fringe
 

of
 

vagueness)的倾

向,这使得规则适用于边缘案件时变得不确定”,〔16〕 此时,强行解释势必会歪曲法的实践

理性,引发个案的非正义进而背离法解释的目标。
  

经济犯罪刑民交叉案件是规则适用的“模糊地带”。 从理论上看,如何界分经济纠纷

与经济犯罪,目前缺乏可靠的解释标准,既有的解释往往顾此失彼,难以形成共识。 而解

释结论的频繁变动,表明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问题已经超出已有规则的解释限度。
从实践来看,在这一“模糊地带”容易产生司法误判。 根本原因在于,规则适用的“模糊地

带”实质赋予了司法机关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容易导致类案的司法裁判结果缺乏统一性。
例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合同诈骗罪、虚开发票罪、串通投标罪等经济犯罪的有罪与无

罪之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法解释到法实践的传统逻辑在界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时

容易陷入瓶颈。
  

上述规则适用的“模糊地带”其实可以被评价为一种因模糊性而生的“法律漏洞”,即
“从立法者的评价计划来看,在某个法律中缺少必要的规则”。〔17〕 此处的“必要的规则”
是指,立法者并未明示在处理刑民交叉问题时,司法者究竟应当倾向于何者。 漏洞是通向

司法续造之门,为了填补由民到刑的规范衔接漏洞,最高司法机关确立了“先刑后民”的

程序规则,将涉嫌经济犯罪的经济纠纷优先转入刑事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在 1998 年制定

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11
条最早对经济纠纷涉嫌经济犯罪应当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作出规定,而刑事司法

解释具备广义的“法”的功能属性,其确立的司法裁判规则对各级公安司法机关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由此,“先刑后民”成为刑民交叉案件处理的基本司法规则,其畅通了由民

到刑的司法程序路径,但客观上也使得经济纠纷更容易被作为经济犯罪处理。
  

程序漏洞并非孤立存在,它会强化实体入罪倾向,增加有罪误判风险。 当经济纠纷

被误判为经济犯罪,将很难通过刑事司法程序再行纠正,这是由程序上“先刑后民”的

入罪规则所决定的。 具言之,由于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在形式上具有高度相似性,“先

刑后民”规则以“涉嫌经济犯罪”作为移送标准,办案机关可能据此产生有罪预断,这种

经验直觉会导致犯罪嫌疑人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处于先天不利的司法境地。 当“先刑后

民”成为经济领域刑事司法程序启动的通用标准,其结果往往是部分民事纠纷被纳入

刑事程序处理,引发刑法对民法调整范围的过度干预。〔18〕 这种程序惯性会随着刑事程

序的推进被不断强化,致使涉嫌经济犯罪案件的办理过程实质上成为程序设计漏洞的放

大过程。 即使部分案件经过刑事司法程序最终被宣判无罪,也会耗费大量本不应投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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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18〕

参见[英]H. L. A. 哈特著:《法律的概念》(第二版),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17-118 页。
[美]布赖恩·比克斯著:《法律、语言与法律的确定性》,邱昭继译,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 页。
[德]伯恩·魏德士著:《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51 页。
参见刘艳红:《民刑共治:中国式现代犯罪治理新模式》,《中国法学》2022 年第 6 期,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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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资源。 程序上的“先刑后民”可谓我国传统“刑民不分、以刑为主”的法文化的缩影,
这使得司法机关在刑民之间进行选择时容易偏向于刑。 作为反制策略,司法过程中要注

重程序性限定,即当一个案件按照民事程序处理已经实现权利救济,一般不宜拔高认定为

刑事犯罪。〔19〕
  

基于以上分析,针对“模糊地带”的适用规则不能再遵循从法解释到法实践的传统逻

辑,而应当由法实践先发展出新规则,再由法解释转化为通用规则,这一“反其道而行之”
的做法,根源于中国本土的法治实践经验,更能体现中国法治区别于他国法治(制)的原

创性。 申言之,之所以要遵循从法实践到法解释的实践逻辑,理由在于,法解释与法实践

之间实质是一种双向度的交互关系,这种交互关系一般以法解释指导法实践的方式呈现,
其中,法解释具有一定的优位性。 又由于法解释的对象是法规范,故此种优位性并非基

于法解释的方法本身,而是来源于法规范。 当对法规范的解释超出语义限度,或者将导

致规则适用丧失公正性时,就需要司法实践对法律漏洞进行填补以及对法律规范进行

续造。 在这一过程中,先有法实践后有法规范及其解释。 由此,法解释与法实践交互的

另一层含义是从法实践到法解释的过程,即经由实践理性导出新规则,最终实现法实践与

法解释双向互动的逻辑闭环,“这种‘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当然也必须符合整体法秩序

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是为了使这些原则能(相较于法律所规定者)更普遍适用,才有法的

续造的努力”。〔20〕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犯罪刑事法治实践中,被控告的一方,即名义被告人,受程序惯性

的影响容易陷入不利的司法境地。 该问题具有很强的实践非理性特征,对既有规范的解

释无法形成可靠的适用规则,需要通过实践理性加以矫正。 经济犯罪领域时而出现的当

事人“以刑逼民”等问题,深刻反映出既有规则在解释上的不足,刑事司法迫切需要作出

回应,以使名义被告人、司法机关与名义被害人三者关系回到相对平衡的状态,并使刑事

司法的程序惯性在可靠的规则中得到合理约束,实现刑事诉讼发现实体真实、追求正确裁

判的目标。 由此,遵循经由法实践到法解释的实践逻辑,具有中国实践理性特征的“民事

救济阻断刑事介入”规则得以产生。

(二)“民事救济阻断刑事介入”的中国原创性阐说
  

2023 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

学理论研究的意见》明确指出,“紧紧围绕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切实加强扎根中国

文化、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法学理论研究,总结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具

有主体性、原创性、标识性的概念、观点、理论”。 从比较法的视角看,西式主流经济犯罪

理论,如白领犯罪理论,主张通过对犯罪人阶级分层的方式大规模扩张经济犯罪的成立范

围,凡是采取欺骗、隐瞒、美化等手段获取经济利益的个人和单位都可能是经济犯罪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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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见何荣功:《避免诈骗犯罪的拔高认定:情形梳理与法理分析》,《中国刑事法杂志》2025 年第 2 期,第 88-89 页。
[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246 页。
参见[美]迈克尔·L. 本森、[美]莎莉·S. 辛普森著:《白领犯罪:机会的视角》,刘蔚文、黄小英译,知识产权出

版社 2024 年版,第 33-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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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论缺乏对中国本土国情的深切关照,若以此为理论原型,则难以发展出能有效解决

中国问题的原创性理论。 在经济犯罪领域,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发展出的“民事救济

阻断刑事介入”规则,与西式主流经济犯罪理论在基本立场、理论观点以及裁判规则等方

面存在本质差异,具有面向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自主性与原创性。
  

一方面,“民事救济阻断刑事介入”规则孕育于中国本土,发展于中国刑事法治实践,
这一孕育发展过程体现了中国司法实践理性的鲜明特征。 早在 1989 年,公安系统就发布

了《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明确提出禁止全

国各地公安机关以任何名义插手经济纠纷案件。 此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

有关部门多次发布规范性文件,反复强调“禁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 例如,2016
年 7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保障和促进科技创新的意

见》第 7 条中指出,“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谦抑性原则,禁止以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经

济纠纷。”又如,2016 年 11 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依法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

案件工作实施意见》第 13 条中强调,“准确认定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的性质,坚决纠正将

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的错误生效裁判。”再如,2020 年 7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最

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 “六保”的意见》第 11 条指出,“坚

决防止和纠正以刑事案件名义插手民事纠纷、经济纠纷等各类违法行为。”这些文件的背

后蕴含着刑法对民法独立性的尊重,与“民事救济阻断刑事介入”规则具有一体两面的关

系,彼此之间可以相互验证。 在我国,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具有一定“法”的效力或功

能,包括上述“两高”发布的意见在内,这些规范性文件不仅宣示了“民事救济阻断刑事介

入”在规范层面的正当性,更是创立了具有适用意义的裁判规则。 例如,2023 年 9 月,最
高人民法院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优化法治环境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指导意

见》第 3 条规定,“依法认定民营企业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参与兼

并重组与恶意侵占国有资产等罪与非罪的界限,……坚决防止和纠正把经济纠纷认定为

刑事犯罪、把民事责任认定为刑事责任”。 该规范为在融资、合同、兼并重组等领域适用

“民事救济阻断刑事介入”规则提供了规范依据。 而且,随着司法解释和政策性文件的相

继出台,“民事救济阻断刑事介入”已然从抽象的理念转化为具体规则,广泛适用于企业

生产经营、企业管理、知识产权、民事欺诈等常见领域。 从司法裁判来看,“民事救济阻断

刑事介入”最早应用于商事诈骗犯罪案件的处理中,旨在确立民商事欺诈与诈骗犯罪的

界限,后经司法实践检验扩展到主流高发的经济犯罪案件处理中,作为排除经济犯罪的一

种实践方案。 在刑事审判方面,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无罪案例进行统计发现,经
济犯罪无罪判决共有 527 例。〔22〕 其中,已经通过民事途径获得救济或具有民事救济可能

性而判无罪的案例有 92 例,占比约为 17. 5%,在诸多犯罪排除事由的适用中占比较为可

观。 由此观之,“民事救济阻断刑事介入”不仅具有充分的刑事政策根据,而且在某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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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笔者以“案件类型:刑事案件”“案由: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文书类型:判决书” “判决结果:无罪” “时

间:2013 年 7 月至 2025 年 2 月”(“中国裁判文书网”2013 年 7 月 1 日正式上线)为统计口径,共检索到判决书

563 份,经过数据清洗,排除重复、无效的判决书后,获得有效判决书 527 份,作为本研究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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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已然成为重要的裁判规则。
  

另一方面,“民事救济阻断刑事介入”规则充分尊重民营经济在市场体系中的重要地

位,充分考量我国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的制度性短板,以包容审慎的法治精神为我国民营经

济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共同发展以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平等保护

的政策、理念与制度共同要求司法者必须历史地、辩证地看待民营企业发展中的不规范问

题,对于定罪有疑虑的行为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 在我国,民营企业及其

工作人员是经济犯罪的主要涉罪主体,这是由于我国民营企业在初创期缺乏现代化的企

业制度,潜在的犯罪风险点较多,有的民营企业的商业模式本身就有涉罪风险,如盲盒经

营容易涉嫌赌博犯罪、融资业务容易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等,有的民营企业看似规章明确,
实则并未实际执行,难以阻断犯罪风险。 另外,市场经济领域的政策具有易变性,一些在

当下看来属于违法犯罪的行为在当时可能是合法的甚至是受政策鼓励的。 例如,行为人

具有“双重身份”,其既是民营企业的负责人,又受聘成为国有参股企业的负责人。 此时,
其以合理的对价,让自己实控的民营企业收购该国有参股企业的项目,从形式上看,似乎

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了不正当利益,涉嫌职务犯罪。〔23〕 然而,行为人的“双重身份”
在当时来看是政府明知的,而且项目交易对价合理甚至略高于市场价。 因此,从当时的背

景来看,行为人以自己实控的民营企业的名义收购国有参股企业无法经营的项目,不仅没

有给国有参股企业造成损失,反而有助于盘活国有资产,符合鼓励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合

力提振市场活力的经济政策,不应作为犯罪处理。〔24〕
  

2025 年 5 月施行的《民营经济促进法》第 3 条第 2 款规定:“国家坚持依法鼓励、支
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稳定预期最

关键的是稳定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不被恣意定罪的预期,确保经济风险、经济纠纷可

预期地不受刑事干预,在经济法等前置法与刑法的协力中“创造一个高效、稳定、可预期

的营商环境”,〔25〕 如此才能固根本、利长远。 刑法理论应当以“民事救济阻断刑事介入”
规则的原创性实践为基础,保障民营经济促进法与刑法的对话,践行我国平等保护民营经

济的方针政策,构建起有效区分和妥善处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原创性理论。

三　 基于“民事救济阻断刑事介入”的　 　
容错空间理论建构与调适

  

从“民事救济阻断刑事介入”的原创性实践出发,可以发展出高度适应于我国经济犯

罪评价与治理的原创性刑法理论。 在实体层面,这一理论旨在回答两个核心问题: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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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中中刑初字第 135 号刑事判决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3)粤高法

刑二终字第 385 号刑事裁定书。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粤刑再 1 号刑事判决书。
蒋悟真:《经济法的现代化及其考量维度》,《法学论坛》2025 年第 3 期,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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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模糊地带”,刑法应如何规划刑民关系,精确区分市场失灵与

市场主体失范,并为市场主体留下合理的容错空间。 其二,基于这一包含容错空间的实体

经济刑法理论,如何提炼出兼具比较优势与高度可操作性的实践规则。

(一)民事何以阻断刑事介入:从刑法谦抑到容错空间
  

刑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民事救济能够阻断刑事介入,根源在于刑法谦抑性。〔26〕 这

一立场虽有其合理性,但将刑法谦抑性作为理念或原则,存在内涵模糊和适用范围宽泛的

问题,难以形成专门针对经济犯罪刑民交叉问题的解决方案,对本文研究的实际助益有

限。 笔者认为,从“民事救济阻断刑事介入”的实践逻辑出发,可以提炼出针对经济犯罪

刑民交叉问题的刑法原创性理论,即刑法应在合法框架内对经济活动中的失范行为保持

最大限度的宽容,以刑事法治的包容性为经济创新预留充足的试错空间。 该理论既承袭

了刑法谦抑性的精神内核,又深度融合中国司法实践的特色,可称之为经济犯罪的“容错

空间理论”。
  

首先,参酌有效市场假说( efficient
 

markets
 

hypothesis),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

态尚未形成强型有效市场,或处于弱型有效市场向(半)强型有效市场的过渡阶段,其运

行高度倚赖“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合理干预,“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想要跨越中等收入

陷阱,更加需要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27〕 因此,有为政府的行政干预,应当

给予市场主体必要的容错空间,不能将经济风险转嫁给个人。 “市场经济本身具有顺周

期性,处于经济繁荣阶段时,各类市场主体活跃,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累积了大量风险,
处于经济衰退阶段时,累积的大量风险爆发,市场秩序崩坏,经济快速下滑,容易造成严重

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 〔28〕 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市场自我调节的功能可能会有短暂

失灵,经济失范行为由此发生,人们一旦选择经济创新,就可能犯错。 首先承压的是行政

法治,它面对市场本身和市场主体时应当坚持二元化,对失灵的市场强势矫正,对无辜或

者被动陷入的市场主体给予宽容。 此刻,作为后盾的刑法更要保持对经济失范行为的合

理宽容,为市场主体参与经济创新活动留足非罪化的空间。
  

其次,罪刑法定坚决反对有罪“造法”,当规范适用处于民刑皆可的“模糊地带”时,倘
若法官依然判决行为人有罪,实际上是朝着有罪方向“造法”,而不是适用法律,这种做法

应当被禁止。 更隐性的问题是,当民与刑皆可时,选择动用刑法属于被禁止的“模糊性定

罪”。 定罪的“模糊性之所以是坏的,不是因为作为一种概括性的规定,通过立法机关将

定义犯罪的权力赋予执法机关和法官是错误的,而是因为当法院特别注意保护的某些价

值(如言论自由) 可能被这种授权所威胁时,它才是错误的”。〔29〕 刑罚是一种“必要的

恶”,因此刑罚的施加应当受“必要性”的限定。 在个案中,应当充分激活“但书”等条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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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田宏杰:《刑民交叉问题的实体法立场与分析方法》,《政治与法律》2021 年第 12 期,第 52 页。
沈坤荣、施宇:《中国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与经济增长质量》,《宏观质量研究》2021 年第 5 期,第 7 页。
沈坤荣、施宇:《中国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与经济增长质量》,《宏观质量研究》2021 年第 5 期,第 7-8 页。
[美]赫伯特 L. 帕克著:《刑事制裁的界限》,梁根林等译,法律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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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罪功能,以抑制不必要的刑罚。〔30〕 当刑罚不必要,即“当损害在不用刑罚亦即以较低代

价就能加以防止或自行停止时”,〔31〕 无需启动刑事手段强行干预。 因此,在刑民交叉问题

上,用刑还是用民不能割裂地看,而应当进行整体性思考。 换言之,刑法评价经济犯罪的

“保护法益理应考虑民法的权利关系以作出界定,仅从刑法独立性的立场出发进行考虑

的见解是不妥当的”。〔32〕 应当认识到的是,频繁入侵经济领域的刑罚并无必要。 在经济

犯罪成立与否的问题上,对刑罚必要性的限制与民事对刑事的阻断具有协同一致性。 具

言之,经济犯罪中的刑民关系标示了刑法干预“必要性”的限度,民事救济对刑事介入的

阻断也明确了刑法的宽容空间。
  

最后,刑法对市场主体的容错,可以有效避免经济犯罪领域的司法误判。 正如前文所

述,办理经济犯罪案件容易发生司法误判,此种现象既缘于经济活动本身的复杂性,也与

司法裁判的立场有一定关系。 事实证明,当司法者对个案究竟属于经济纠纷还是经济犯

罪难以判别时,刑法唯有保持宽宥,才能遏制经济犯罪的“野蛮”生长。 司法办案中出现

的支持“恶人先告状”现象,归根结底是缺乏刑法的宽宥。 所以,经济犯罪的判断过程不

能成为司法裁判的试错过程,“司法机关不应支持‘恶人先告状’,否则必然侵害合法利

益、助长违法犯罪”。〔33〕 相反,刑事法治的践行要求司法机关正视并矫正此类显见的错

误,合理划定刑法干预经济活动的边界。

(二)容错空间理论对经济风险与经济纠纷的类型性排除
  

经济犯罪的容错空间理论,以“民事救济阻断刑事介入”为实践逻辑基础,呈现出刑

法的自我退却与对民法独立性尊重的双重面向,能够矫正司法实践中穿透式定罪的办案

倾向。 当前,司法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善用穿透式定罪思路,其出发点是好的。 “司法

通过穿透式认定,贯通物理世界与虚拟世界,尽可能将利用数字技术而实施的法益侵害行

为纳入既有的犯罪中,以增强刑法的适应性,满足数字经济领域的刑法供给。” 〔34〕 事实上,
司法实践中穿透式定罪不仅用于虚拟空间的数字经济犯罪,而且普遍适用于物理空间的

经济犯罪,“不少民(商)刑交叉案件中,不少声音提出基于刑事实质认定和民商事外观主

义特征,刑事措施实质应当刺破民商事外观”。〔35〕 穿透之所以“好用”,是因为它简化了

繁琐的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与多元价值间的权衡,具有更强的实用性。 然而,司法实践中

的穿透式定罪,在程序上时常借助“先刑后民”的程序惯性,在实体上时常简化个罪的构

成要件,客观上易导致入罪倾向。 在实体维度,穿透式定罪将一些尚处于争议的事项隐蔽

地纳入刑法定罪评价范畴,会消弭民事侵权与刑事犯罪的界限,导致刑法介入标准的模糊

性以及刑罚适用的不必要,侵犯公众合法权益,存在为了入罪而“造法”的嫌疑。 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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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夏伟:《“但书”出罪运行机制实证研究》,《中国法学》2023 年第 4 期,第 241 页。
[英]杰里米·边沁著:《论道德与立法的原则》,程立显、宇文利译,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1 页。
[日]佐伯仁志、道垣内弘人著:《刑法与民法的对话》,于改之、张小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9 页。
张明楷:《妥善对待维权行为 避免助长违法犯罪》,《中国刑事法杂志》2020 年第 5 期,第 3 页。
孙国祥:《数字经济时代刑事司法的穿透与克制》,《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4 年第 3 期,第 32 页。
陈禹橦:《商刑交叉视域中刑事违法性的独立判断》,《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4 年第 4 期,第 1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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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穿透式定罪的内在逻辑与“先刑后民”的程序惯性具有一致性,具体表现为一旦行

为存在犯罪嫌疑便可能突破形式要件进行穿透式定罪,导致民法对刑事介入的制约功能

被弱化。
  

本文认为,刑法分则第三章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主要是混合型法定

犯,其保护法益由“经济秩序+实体经济利益”组成,其定性要经历由民到刑的梯度判断,
必然要跨越刑民交叉的“模糊地带”,因此,只有同时侵害“经济秩序” 与“实体经济利

益”,并且侵害的程度达到值得刑罚处罚时,才有必要作为犯罪处理。 理由在于,经济犯

罪保护法益中的经济秩序只不过是形式法益,而非实质法益。 形式法益与实质法益之间

具有位阶关系:侵害形式法益的行为,未必侵害实质法益;反之,侵害实质法益的行为,通
常必然侵害形式法益。 换言之,形式法益不过是法条的预设,几乎只要行为违反了形式的

法规范即可认定其受侵害。 某一行为只有侵害了实质法益,才能判断行为具备经济犯罪

意义上的不法性。 而实质法益之“实质”则指向法益内容应当载有某种受刑法保护的实

质利益,其中,经济犯罪的实质法益主要表现为能够还原为个人法益的实体经济利益。 经

济秩序并非实质的法益,其受侵犯不是刑法启动的根据;某一行为只有同时严重侵犯实体经

济利益时,刑法才有必要启动。 据此,事出有因的经济纠纷与单纯的经济秩序侵害行为,
不宜作为经济犯罪处理,前者对实质法益的侵害程度有限,后者缺乏对法益的实质侵害。

  

类型一:事出有因的经济纠纷。 经济秩序系竞争秩序,竞争的结果往往是一方获利而

另一方受损。 因此,经济纠纷往往事出有因,这一“因”的存在表明经济纠纷本质上可能

不是财产法益的侵害,而是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分配问题。 对于事出有因的经济纠纷,即使

一方实施的某种行为具有不法性特征,也应优先适用民法处理。
[“股权 0 元购”案]:S 公司因经营不善,需要引入战略投资人。 曾某、吴某二人答应

投资入股,以约 6394 万元取得 S 公司 70%的股权(曾某占股 51%,吴某占股 19%)。 在曾

某、吴某成为股东后不久,S 公司债权人提起诉讼,要求 S 公司偿还 2500 万元债权和违约

金,该项事实原股东并未披露给曾某、吴某。 据此,曾某、吴某核算后发现 S 公司的实际负

债远大于资产,净资产为负,认为自己受骗。 于是,曾某、吴某组织召开股东会,在 4 位股

东的见证下,表决通过一份“股转债决议”,明确将其投入 S 公司的约 6394 万元投资款,转
为其个人对 S 公司的借款,并且没有归还 70%的股权。 最终,曾某、吴某在没有任何投资

的前提下,取得对 S 公司 70%的股权,即“股权 0 元购”。 民事判决确认,上述“股转债决

议”有效,曾某、吴某取得对 S 公司的股权。〔36〕 S 公司股东陈某某不服,向公安机关提出

刑事控告。 本案的争议问题在于,曾某、吴某的行为是否属于滥用大股东权利实施的职务

侵占罪?
如果仅考虑刑法本身,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曾某、吴某滥用大股东权利,将对 S 公

司约 6394 万元的投资款转为其个人对 S 公司提供的借款,这样公司资本不仅减少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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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参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2) 渝一中法民初字第 00239 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2)渝一中法民初字第 00240 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渝一中法民初字第 00533 号民

事判决书、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渝民终 400 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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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4 万元,还要多承担约 6394 万元的债务,S 公司账面损失数额特别巨大,曾某、吴某应

当承担职务侵占罪的刑事责任。 然而,本案系典型的刑民交叉案件,既涉及民法上对“股

转债决议”效力的认定,又涉及刑法上对职务侵占罪构成要件、保护法益等方面的具体把

握。 考虑到曾某、吴某先受骗后被迫反制的整个发展过程,曾某、吴某的行为属于事出有

因的自力救济的范畴,没有造成 S 公司本单位财物的实质减损,不构成职务侵占罪。
  

从民法的角度看,曾某、吴某利用大股东权利推动的 S 公司“股转债决议”具有合法

性。 本案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于 S 公司作出的“股转债决议”是否有效? 本案中,曾某、吴
某在取得 70%股权之后,召开股东会。 如果此次股东会召开符合程序规范、内容合法的

要求,则基于此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受民商事法律保护。 程序上,S 公司召集股东会时

提前通知了所有股东,所有股东均亲自到场参会、参与表决。 同时,曾某、吴某二人持有 S
公司 70%股权,根据《公司法》第 66 条第 2 款和第 3 款规定,“股转债决议”所涉内容,并
非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

形式的决议等需要经过 2 / 3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特殊情形,实际上只需要 1 / 2 以上

股东代表的表决权通过即可,故曾某、吴某同意即可形成有效决议。 内容上,“股转债决

议”属于 S 公司意思自治范畴,不仅不违反公司法,而且合法有效。 本案关键问题之二在

于“股转债决议”生效后,曾某、吴某能否继续保有 S 公司 70%的股权,即所谓的“股权 0
元购”是否合法有效? 本案所涉“股权 0 元购”的合法合理性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协

议定价本身,它应是在评估了公司的净资产后作出的。 而根据会计学基本原理,净资产的

金额等于总资产减去总负债,当时 S 公司负债大于资产,其股东权益为 0 甚至是负数。 因

此,“股权 0 元购”真实地反映了当时 S 公司的股权价值。 二是“股权 0 元购”是双方平等

协商的结果,系当时新老股东真实的意思表示。 在此情况下,“股权 0 元购”符合当事人

意思自治理念,而且已经为生效民事裁判确认其合法性和有效性。〔37〕
  

从刑民交叉的视角来看,曾某、吴某利用大股东身份主导作出“股转债决议”,实际上

是在原股东隐瞒真实负债损害其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做出的反制行为,此种行为大体符合

“自力救济”的特征,并未造成 S 公司财产的实质减损。 本案起因于 S 公司的老股东需要

引入战略投资,然而老股东没有披露 S 公司对外负债的真实情况,导致投资人曾某、吴某

的合法利益遭受损失。 在 S 公司已经资不抵债的情况下,曾某、吴某利用大股东身份作出

“股转债决议”,是为了减少自己资产遭受不当损失的风险。 如果在办案中分阶段割裂地

看曾某、吴某的行为,或许可以认定其构成职务侵占罪。 然而,如果整体分析曾某、吴某行

为的前因后果,特别是回溯到双方合作之初,曾某、吴某恐怕也不可能投资一家资产为负

的公司。 因此,本案本质上属于投资纠纷,强行定罪恐有以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纠纷的嫌

疑。 最终,本案刑事部分以公安机关立案后又撤案结束。
  

类型二:单纯的经济秩序侵害行为。 在经济活动中,行为人仅存在侵犯经济秩序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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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参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2) 渝一中法民初字第 00239 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2)渝一中法民初字第 00240 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渝一中法民初字第 00533 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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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不法行为,或者说行为与法益侵害之间仅存在间接关联,由于并未侵犯最核心的法益,
此时应当排除刑法的干预。

  

对于经济犯罪而言,经济秩序位于外围,内核乃是实体经济利益,违反经济秩序规范

的行为不过是在法益的边缘游荡,应归属于可引起法益实质侵害的关联行为,并非法益侵

害行为本身。 秩序的内容“并不具有实体性质,而是一种相互之间的关系”,〔38〕 将非实体

的纯粹秩序作为保护法益,会导致犯罪概念的“空心化”,滋生犯罪认定的“口袋化”与处

罚范围的无边界问题。 尤其是,刑法分则第三章的许多经济犯罪,其保护法益呈现出载体

与内容的关系,经济秩序只不过是经济犯罪保护法益的形式载体,其内在由实体经济利益

所构成,实体经济利益是否受侵犯对犯罪成立起决定性作用。 据此,刑法中经济犯罪的法

益识别,愈发指向经济秩序背后的实体经济利益。 例如,涉税犯罪的核心法益是税收安

全,金融诈骗犯罪的核心法益是金融资金(资产)安全,即使行为人侵犯了经济秩序,但如

果税收安全、金融资金(资产)安全得以保障,则此时的不法行为可以得到刑法的宽恕。
近年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骗取贷款罪等经济犯罪朝着结果犯方向进行解释的趋势

揭示了这一转变。〔39〕
  

当然,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核心法益并非总是一直受到充足保障,面对这种情况,刑法

应当在动态评价中释放最大的宽容。 以骗取贷款罪为例,这里需要排除两种情形的犯罪

化:其一,行为人通过财务造假等方式骗取贷款,在贷款时提供足额担保,后来由于担保物

价值减损而导致担保的不足额,此时不宜作为犯罪处理;其二,行为人通过财务造假等方

式骗取贷款,虽然在贷款时缺乏足额担保,但是在履行过程中补足担保,最终也没有造成

金融机构贷款损失的,也不宜作为犯罪处理。 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行为人提供的担保并非

抵押、质押等物保,而是人保即担保人的保证,如果此时行为人通过财务造假等方式骗取

贷款的,是否必然构成骗取贷款罪?
[保证担保型骗取贷款案]:2014 年以来,王某以虚构的合同、资产负债表等材料向银

行先后申请贷款 700 万元,由实际用款人闫某提供保证担保。 贷款到期后,王某无力支付

每月利息,于是银行提起民事诉讼并控告王某涉嫌骗取贷款罪。 民事诉讼中,法院将保证

人闫某的房屋查封,房屋价值超过贷款金额,变现后即可挽回损失。 但法院认为,王某伙

同他人以欺骗手段、提供虚假的贷款资料骗取贷款 700 万元,情节特别严重,构成骗取贷

款罪。〔40〕

上述案例表明,在司法实践中,我国骗取贷款罪普遍存在“重物保而轻人保”的现象。
一般而言,如果行为人在贷款时提供足额的抵押、质押等物保,即使有伪造材料等欺骗行

为,由于不会给金融机构造成贷款损失,不构成骗取贷款罪。〔41〕 与之相对的是,人保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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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41〕

陈兴良:《论未来刑法学的十大着力点》,《法治研究》2024 年第 1 期,第 25 页。
参见张明楷:《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造》,《清华法学》2024 年第 4 期,第 28 页。
参见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2020)豫 0482 刑初 171 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安徽省颍上县人民法院(2020)皖 1226 刑初 384 号刑事判决书、河北省隆化县人民法院(2020)冀 0825 刑初

313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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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则在刑法评价骗取贷款罪时转化度不高。 既有裁判显示,在有人保的骗取贷款案件

中,通常只有担保人在案发时履行担保义务还清贷款,未给金融机构造成实际损失,才能

出罪。〔42〕 由此形成两个裁判公式:一是“骗取贷款+人保+担保人案发时归还贷款 = 通常

无罪”,二是“骗取贷款+人保 = 通常有罪”。 以担保人在案发时是否归还贷款为基准,判
断骗取贷款罪的成立与否,难以与该罪的构成要件相符合。

  

出于限缩骗取贷款罪成立范围的考量,2020 年 1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骗取贷款罪的入罪标准进行修改,即从原来的“造成重大损失或

者有其他严重情节”,删去“其他严重情节”,仅保留“造成重大损失”。 据此,骗取贷款罪

的成立必须要“造成重大损失”。 然而,即使行为人提供足额抵押、质押等,在实践中也会

由于抵押物、质押物贬值等原因,导致金融机构最终受损。 而且,根据《商业银行法》第 36
条的规定,人保同样具有保证金融机构贷款利益的功能,甚至是“经商业银行审查、评估,
确认借款人资信良好,确能偿还贷款的,可以不提供担保”。 因此,为了与物保情形下的

定罪规则相协调,也为了避免刑法对民法规则的侵越,否定本罪中“造成重大损失”要件

的情形应当作扩张理解,扩展到包括人保的情形,而不能单纯以结果视之。 倘若行为人贷

款时提供人保,并且担保人当时有充足的履行担保能力,即使最终未能履行担保而造成银

行损失的,也应在刑法宽容的理念下作出判断。

四　 结 语
  

经济犯罪刑事法治的实现,既要具备精准定罪的司法能力,也要具备合理出罪的司法

勇气。 承认刑法的有限性,并不会减损个案正义,相反,它是检验刑事正义能否在关键时

刻得到坚守的试金石。 当刑法以保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名义,“明确地和社会的共识正义

直觉相对立,其将不可避免地在其规制的社群中丧失道德信用,这种道德信用的丧失会进

一步削减刑法的犯罪控制效力”。〔43〕 总结我国经济犯罪治理的经验与教训,当经济下行

而“导致犯罪的涌现和刑罚的实施,那就意味着,不是刑法,而是,用弗兰茨·冯·李斯特

(Franz
 

von
 

List)的话来说,社会政策(Sozialpolitik)才是最好的刑事政策”;〔44〕 当法官在确

定经济活动有罪与无罪时面临选择困境,那就意味着,放弃定罪可能是合乎正义的判断。
在此意义上说,刑法对经济领域失范行为的适度除罪化或许是良策。

[本文为作者参与的 2021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字经济的刑事安全风

险防范体系建构研究”(21&ZD209)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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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参见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 04 刑终 94 号刑事判决书。
[美]保罗·罗宾逊著:《正义的直觉》,谢杰、金翼翔、祖琼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83 页。
[德]拉德布鲁赫著:《法学导论》,米健译,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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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le-of-Law
 

Logic
 

of
 

“Blocking
 

Criminal
 

Intervention
 

by
 

Civil
 

Relief”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crime
 

in
 

China,
 

there
 

exists
 

the
 

phenomenon
 

of
 

“intervening
 

in
 

economic
 

disputes
 

by
 

criminal
 

means”.
 

Some
 

economic
 

crimes
 

are
 

transformed
 

from
 

economic
 

disputes
 

and
 

are
 

of
 

the
 

nature
 

of
 

“ resolving
 

civil
 

disputes
 

by
 

criminal
 

law”.
 

Therefore,
 

in
 

theory,
 

these
 

economic
 

crimes
 

are
 

called
 

“pseudo-economic
 

crimes”.
 

Actually,
 

these
 

economic
 

disputes
 

do
 

not
 

have
 

the
 

substantive
 

illegality
 

required
 

for
 

economic
 

crimes,
 

and
 

therefore
 

there
 

is
 

no
 

substantive
 

basis
 

for
 

punishing
 

them
 

as
 

criminal
 

offenses.
 

To
 

avoid
 

over-in-
tervention

 

of
 

criminal
 

law
 

in
 

the
 

field
 

of
 

market
 

economy,
 

China
 

has
 

developed
 

an
 

empirical
 

model
 

of
 

“blocking
 

criminal
 

intervention
 

by
 

civil
 

relief
 

”
 

in
 

its
 

criminal
 

justice
 

practice.
 

The
 

adjudication
 

rule
 

of
 

“blocking
 

criminal
 

intervention
 

by
 

civil
 

relief
 

”
 

is
 

embedded
 

in
 

the
 

respect
 

of
 

criminal
 

law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civil
 

law.
 

It
 

aims
 

to
 

delineate
 

the
 

boundaries
 

between
 

e-
conomic

 

risks,
 

economic
 

disputes,
 

and
 

economic
 

crimes.
 

Therefore,
 

it
 

has
 

the
 

important
 

func-
tion

 

of
 

making
 

up
 

for
 

the
 

defects
 

of
 

prejudgement
 

of
 

substantive
 

guilt
 

and
 

the
 

“ wide-caliber”
 

conviction
 

in
 

the
 

procedure.
 

In
 

the
 

theory
 

of
 

criminal
 

law,
 

the
 

“fuzzy
 

zone”
 

at
 

the
 

intersection
 

of
 

criminal
 

law
 

and
 

civil
 

law
 

in
 

the
 

economic
 

field
 

is
 

not
 

the
 

“conviction
 

space”
 

that
 

criminal
 

justice
 

can
 

arbitrarily
 

capture,
 

but
 

the
 

fault-tolerant
 

space
 

in
 

which
 

criminal
 

intervention
 

should
 

be
 

excluded
 

as
 

much
 

as
 

possible.
 

By
 

refining
 

the
 

adjudication
 

rule
 

of
 

“blocking
 

criminal
 

inter-
vention

 

by
 

civil
 

relief
 

”,
 

we
 

can
 

generate
 

a
 

fault-tolerant
 

space
 

theory
 

that
 

reasonably
 

delineates
 

the
 

boundaries
 

of
 

criminal
 

law
 

intervention
 

in
 

economic
 

activities.
 

Based
 

on
 

this
 

theory,
 

crimi-
nal

 

justice
 

organs
 

classify
 

the
 

economic
 

risks
 

and
 

some
 

economic
 

disputes
 

caused
 

by
 

market
 

fail-
ure

 

into
 

the
 

“fault-tolerant
 

space”
 

of
 

non-conviction
 

and
 

regulate
 

them
 

by
 

civil
 

and
 

administra-
tive

 

means.
 

The
 

creation
 

of
 

fault-tolerant
 

space
 

theory
 

essentially
 

requires
 

criminal
 

justice
 

to
 

a-
bide

 

by
 

the
 

boundary
 

of
 

legitimacy
 

when
 

dealing
 

with
 

anomie
 

in
 

economic
 

activities.
 

On
 

this
 

ba-
sis,

 

criminal
 

justice
 

organs
 

should
 

maintain
 

a
 

greater
 

degree
 

of
 

prudence
 

and
 

tolerance,
 

and
 

re-
serve

 

the
 

necessary
 

trial
 

and
 

error
 

space
 

for
 

economic
 

innovation
 

with
 

the
 

modesty
 

of
 

the
 

crimi-
nal

 

rule
 

of
 

law.
 

The
 

fault-tolerant
 

space
 

theory
 

takes
 

“blocking
 

criminal
 

intervention
 

by
 

civil
 

re-
lief”

 

as
 

the
 

practical
 

c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theory
 

can
 

further
 

feed
 

back
 

into
 

the
 

judi-
cial

 

practice
 

of
 

specific
 

cases,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ontinuous
 

formation
 

of
 

ju-
dicial

 

rules
 

on
 

the
 

exclusion
 

of
 

economic
 

crime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China’ s
 

criminal
 

law
 

mainly
 

adopts
 

the
 

double-layer
 

legal
 

interest
 

structure
 

of
 

economic
 

order
 

and
 

substantive
 

eco-
nomic

 

interest
 

for
 

economic
 

crimes,
 

the
 

fault-tolerant
 

space
 

theory
 

can
 

be
 

extended
 

to
 

apply
 

to
 

economic
 

crimes
 

that
 

can
 

be
 

reduced
 

to
 

personal
 

legal
 

interest.
 

Therefore,
 

neither
 

economic
 

disputes
 

with
 

cause
 

nor
 

external
 

violations
 

that
 

simply
 

damage
 

the
 

legal
 

interests
 

of
 

economic
 

or-
der

 

should
 

be
 

treated
 

as
 

crimes.
 

The
 

reason
 

is
 

that
 

the
 

former
 

has
 

a
 

lower
 

degree
 

of
 

subjective
 

illegality,
 

and
 

the
 

latter
 

has
 

a
 

lower
 

degree
 

of
 

objective
 

illegality.

(责任编辑:董　 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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